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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获得感悖论”及其破局

——兼论作为社会心理学议题的医患关系研究

吕小康

［摘    要］   获得感意指人民群众、尤其是底层民众对改革发展带来的物质利益与基本权益的普

惠性的一种主观体验，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提出的具有高度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概念。获

得感悖论意指互动双方虽有主客观资源的投入，但一方的外在给予未能转化为另一方的内在认可、一

方的客观付出未能得到另一方的主观承认的社会心理现象。医患获得感悖论存在对医疗服务过程的

“低满意”与对医疗技术与医疗机构本身的“高信任”并存，以及医患群体出现受害者竞争，即竞相认

为自己比对方遭受了更多、更不公平、更不合理的伤害这两种典型特征。医患获得感悖论实质上是现

代性的自反性特征在医患场域的特殊体现，其破局需要在社会治理的全局出发去整体筹划，从而达到

整体协同、多元治理的合力。社会心理学应着重从积极社会心态培育的角度为中国社会的情感治理

提出建设性的学科智慧，并更为积极地参与到影响相关公共政策的研究与实践中。

［关键词］  情感治理；医患关系；获得感悖论；医患共同体；社会心态

一、 情感治理视域下的“获得感悖论”

经济学家Easterlin（1974）曾发现著名的“幸福悖论”：居民幸福感并不完全随经济收入提升

而增长，从而开创了幸福经济学这一热门领域，至今方兴未艾（Easterlin, McVey, Switek, Sawangfa, & 

Zweig, 2010 ；Easterlin, Morgan, Switek & Wang, 2012 ；陈永伟，2016 ；晏小华、刘振亮、王祥坤、沐守

宽，2018）。其实，社会生活中类似的悖论并不鲜见，且并不局限于经济收入与另一变量之间的反常

识关联。尤其是在当下中国社会，某些特定的群体关系时常被概念化为特定的负面“社会问题”，如医

患关系、劳资关系、警民关系、干群关系、政商关系等等。这并不一定说两个群体之间出现了根本性对

立，而是说理应和谐的前述“××关系”，总会因这样那样的负面事件、尤其是中文语境下的“群体性

事件”，使得两个群体之间的信任度、满意感等良性体验或美满状态产生实质性的损害或威胁，并且在

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或“共享社会体验”，也就是成为一种社会心态。这种负面的共享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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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体验反过来塑造了一种预设性的负面认知，使得处于相互关系中的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这种关系中

的更大受害者，进而诱导大众走入对方说什么都不信、干什么都不对的“塔西佗陷阱”（邱柏生，2012）

而不能自拔，出现人人自危、相互提防的局面，破坏社会信任、恶化社会关系、干扰社会和谐。用现在

流行的话语，就是极大地妨碍了“美好生活”的实现。

此种心态，似可用时下另一流行话语做一概括：“获得感悖论”。“获得感”（Sense of Gain）是一个

本土性非常强的“中国概念”，在英文语境中尚不存在直接相对应的概念，须从全面深化改革、转变经

济社会发展模式、实现共享发展的时代背景中理解（曹现强、李烁，2017）。本文将获得感定义为人民

群众、尤其是底层民众对改革发展带来的物质利益与基本权益的普惠性的一种主观体验，它本质上是

社会心理学层面、而不是个体心理学层面的概念，是普遍性社会心态的一个有机成分，包含着情绪、认

知、价值观和行为倾向等基本维度；获得感包含客观获得和主观感受两个层面，客观获得不仅仅包括

物质利益、经济利益，还包括抽象的政治权利、公正公平等，而主观感受则指民众应当真真切切地感受

到了“获得”，即要将客观获得转为内在的积极体验（吕小康、黄妍，2018）。在此基础上，获得感悖论

可描述为如下社会心理状态：虽然互动双方均实实在在地进行了主客观资源的投入，但互动中一方的

外在给予未能转化为另一方的内在认可、一方的客观付出未能得到另一方的主观承认，双方竞相认为

对方占了自己便宜、或者占据了比自己更多的利益，竞相认定自己处于利益、权力、声望等各方面的弱

势地位而对方或他人处于强势地位，在社会心态上的具体表现就是相对剥夺感强、满意度差、信任度

低、幸福感弱、宽容性差、攻击性强等。

这显然不是完美的学术定义，而只是一种描述性的、半开放性的界定。但它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

出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矛盾性社会体验。这种体验在涉及公职人员时尤为明显。比如当下

有不少地区的基层公务员实际上实行了所谓“5+2”、“白加黑”的工作作息，个人合法的休息时间完全

无从保障，身心俱疲、心有怨言但又不敢公开发声；但是，与之打交道的、接受其各种服务的老百姓却

往往并不认可，认为其是“瞎忙”、“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胡作为、乱作为、不作为”等等。平

心而论，许多基层公务员的工作不可谓不努力、不可谓不用心、不可谓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百

姓就是没有切身体验到有什么“获得感”，反而认为他们实质上在“添乱”。这对干群关系的损害是最

致命的。如果说官员因为懒政而受到抱怨，这是人之常情；但若已经异常勤勉而仍受抱怨，则很难不

产生委屈愤懑甚至怄气攻击的心理，对其工作热情和职业认同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

在其他社会关系领域，同样也存在类似的获得感陷阱。当然，不同领域的获得感陷阱可能会有着

稍微不同的具体体验。但由于获得感一词本身具有高度的综合性、概括性和中文语境性，这里仍认为

“获得感陷阱”可以较好地代表成本（包括人力、财力、物力、精力等主客观成本）投入巨大而心理获得

不足这种转型中国特有的社会心理体验。如果说“不满”是转型时代基本精神特质和基本社会体验

（周晓虹，2013），获得感不足则可称为是转型社会的一大社会心理顽疾，也是社会心态治理中一个不

可忽视的议题。如何破除“获得感悖论”，从而也就成为当下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领域所必须面对的

一个社会心理议题。

实际上，关于社会心态治理，已经成为传统公共治理内容之外的一种新型治理领域：情感治理。

情感治理是以“情绪安抚和心灵慰藉为目标的制度化的或非制度化的情感回应”（何雪松，2016），

其目的是“在社会治理中使得社会正向情感最大化，实现以社会情感为基础的社会凝聚”（王俊秀，

2016）。情感治理理念的提出，是对传统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理念的一大更新。之前的治理主要局限

于人类行为的理性维度，而未充分重视其非理性维度；其逻辑在于用理性对抗理性，即通过更强大、更

完善的理性，来达到改善甚至“根治”之前的“有限理性”，从而达到社会的“善治”。但这一理路至少

存在两方面的不足。首先，人类行为显然并不仅仅基于理性驱动，同时还受非理性（其中重要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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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成分就是情绪情感）的驱动。不仅个体行为常受情绪驱使，群体行为同样如此，甚至会基于情

感而陷于群体狂热并形成“群氓行为”（勒庞，2018；周晓虹，2018），成为社会团结的破坏力量。其次，

并非所有社会都如西方社会那么注重理性治理思路，相反，像传统中国社会就很重视社会的人伦情感

维度，在哲学上高度肯定“人是情感的存在”（蒙培元，2003），在治理上强调探索通过情感确立正义

原则并据此建构制度规范来解决利益冲突问题（黄玉顺，2014）。这与情感治理的基本理念不谋而合。

因此，现实社会的治理必须在理性化的治理路径之外，开辟新的、指向非理性行为的治理路径，从而丰

富国家治理的工具箱并解决现实存在的社会问题。

应当说，情感治理的思想早已有之，其之所以在当下才得到重视，自然是以情感社会学（特纳、斯

戴兹，2007 ；王鹏，2014 ；成伯清，2016，2017a ；吕小康，2017）为代表的理论思想兴起的必然结果，

但更是人们对现代与后现代社会之积习弊端的深刻反思的直接结果。以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等人的

术语来描述，现代社会是一种高度风险社会，对风险的焦虑与不安是与现代性发展过程相伴随的基本

社会心理现象（吉登斯，1998，2000a），而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更是让原本具有地域局限性的主题成

为全球性的公共议题并迅速引爆大众情绪。实证研究还发现，在网络上虚假信息都比真实信息得到

了更快、更深和更广泛的传播，虚假信息更擅长使用新异的小说式的形式，激发了恐惧、恶心和惊奇

等情绪（Vosoughi，Roy & Aral，2018）。人们常说的“谣言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其实正是这种客观规律

的体现。更不幸的是，与之同时“应对焦虑和不安的传统处理手段失效了，而焦虑和不安依然遍布于社

会��由于这种相关联的社会文化的冲击和不确定感，人们迟早都会对教育、咨询、治疗、政策等方面的

社会制度提出新的要求。”（贝克，2018，第189页）一旦这种呼应不能得到落实，又或者虽然落实了部分

但并未能满足其总是在变化的期待，民众的不安全感、不满意感就会迅速激发、强化和扩散，如不及时加

以治理，获得感的建立就缺少足够的社会心理根基。因此，如何破除社会各领域的获得感悖论，防止民

众陷于获得感陷阱，阻断消极社会心态转化为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途径，是当下中国社会情感治理的

一大核心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获得感悖论”议题理应获得更多的学术关注和实践探索。

二、 医患获得感悖论的基本特征

下面将视角转向医患关系中的获得感悖论。本文的分析目标局限于人际或群际医患关系中的获

得感悖论，故这里暂不探讨医疗体制改革的获得感这种宏大范畴的问题。同时，这里的分析具有典型

的马克斯·韦伯（2000）所谓的“理念型”（ideal type）风格，目的在于提炼出一些可供深入理论探讨

的本质性概念和分析框架。除了前述一般意义上的获得感悖论的特征外，具体而言，医患关系场域的

获得感悖论主要有以下两个典型特征。

第一，对医疗服务过程的“低满意”与对医疗技术与医疗机构本身的“高信任”并存。通常人们会

说，这是一个信任稀缺的时代，在医患领域尤其如此。普通患者及其家属（以下统称“患方”）发表的

消极就医体验，通过传统的口口相传以及日渐发达的现代传媒的加工渲染，在社会大众的广泛评论中

日渐塑造出一种信任缺失的舆论氛围。但若细分析患方的抱怨内容，如传统上认为的“看病难”、“看

病贵”、“态度差”等问题，其实并不完全是通常所谓的“信任与否”的问题，而是优质医疗资源的供给

不足或分布不均、医疗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和力度不足、医疗服务过程的体验差等体系性、机构性或沟

通性的弊端。更多时候，抱怨只是说明“不满”，但不必然是说人们不信任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的医

疗技术水平或职业道德，而后者才是一般性的医患信任、尤其是患方对医方的信任的核心内容。

实际上，如果考虑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中城市的重点医院，几乎没有一家不是人满为

患；甚至在部分城市试行相对较高价格、与医师资历挂钩的阶梯式医事服务费或挂号费，通常来说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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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号仍然比普通医师号要更抢手。换言之，“看病难/挂号难”、尤其是找名医的“看病难/挂号难”问题

依然没有彻底解决。从行为选择层面而言，这其实说明患方高度信任优质的医疗机构或所谓的专家、

名医，也就是说，至少患方对现代医学本身还是存在着强信任而不是弱信任，否则不应该出现争相挂

专家号的情形，而是选择替代性医学或自我治疗。甚至可以说，患者反映出来的“看病难”，如挂号难、

入院难等，实际上正好体现出他们对于医疗机构的信任——准确地讲，是对大型的、高等级的医疗机

构和现代医学之潜在能力的充分的乃至过度的信任和对中小型的、初级医疗机构的不信任。也就是

说，患者对医学本身是信任的，虽然这种信任模式也出现与医院等级挂勾的“差序格局”。当然，现实

中患方确实也存在对医疗制度、机构和人员的多种层面的不信任感，但若将“满意”与“信任”进行适

当的剥离和区别，则可能发现许多所谓的“不信任”其实只是单纯的“不满意”，因此也不能简单从提

升满意度的视角来谈提升信任度，虽然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关联。

第二，医患之间的受害者竞争心态明显。所谓“群际受害者竞争”（inter-group competitive 

victimhood）心态，是指群体双方都认为内群体不仅是受害者而且是最大的受害者，认为自己比对方遭

受了更多、更不公平、更不合理的伤害（艾娟，2016 ；Sullivan, Landau, Branscombe & Rothschild, 2012 ；

Noor, Shnabel, Halabi & Nadler, 2012 ；Young & Sullivan, 2016）；在医患情境中，这种心理主要体现为医

患双方努力建构自身成为真正受害者的心态得以彰显，双方聚焦各自受到的不同伤害内容、体验和事

件，致力于建构最大受害者的身份（艾娟，2018）。在现实中，医患问题常被描述为“政府闹心、社会揪

心、患者伤心、医生寒心”的“多输”型社会问题。医患双方多在强调自身的“弱势”地位和被“伤害”

体验，尤其是在微博、论坛等网络空间中，群体间情绪化的控诉、谩骂、攻击更为常见。患方抱怨医生

“不负责任”、“没有耐心”、“态度差”、“不好好看病”、“看不起人”等，抱怨护士“不及时回应”、“（扎针、

插管等）技术差”等，抱怨医院行政管理和服务人员“不好好说话”、“不爱搭理人”、“没有人情味”等，

觉得自己受到了医方的歧视、敷衍而未能获得良好的医疗服务；医方抱怨患者“什么都不懂还瞎问”、

“自以为是专家那就自己治去啊”、“没有点医学常识还来质疑我”、“真以为我们医生是有钱人，没看我

们的工作强度和工资水平多么不协调”，觉得自己的专业知识、劳动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职业尊重，从

而造成了普遍性的职业倦怠和对医患关系的高度敏感性。其结果往往是塑造高度一致的内群体认同，

将医患两个群体日渐在舆论领域分裂成两个对立性的群体，使得医患群体之间预设了一种相互敌对、

相互提防、相互较劲的群体性心态。这种内群体认同的固化和群际认同的分裂，尤其值得警惕，其对

医患关系的撕裂程度大，对医患信任修复的负面影响也深。

相对而言，医方职业身份较为固定、群体认同比较明确，形成的群体性心态因而也可能更为稳固、

更为持久。而患方的群体认同看似相对模糊，但由于其数量众多，容易因某些特定事件（如某些恶性

医疗事故）形成现代性思想家鲍曼（2002，p. 311）提到的“衣帽间式的共同体”或“表演会式的共同

体”，这种共同体的成员身份与认同并不固定而是流动的，但是目的单一、情感投入强烈，具有“爆炸

性”和“迅速扩张性”，其生命区间短暂而充满嘈杂和狂暴激烈，往往会在舆论空间中形成压倒性的声

音，在脱离了治疗空间的广阔社会场域中寻找到讽刺和抨击医方的空间。虽然不同患者对医方持有的

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也经常会发生变化，但一旦遭到某些负面涉医舆情的影响，就容易迅速引爆其对

医方的负性情绪和对医疗卫生体制的系统性不满，从而使“旁观者”成为“泄愤者”，即使是没有真正

受到实质性伤害的个体，也会出于一种想象性的义愤而攻击他人，从而演变成为一种网络或现实群体

性事件。尤其是互联网媒体高度发达的当下，医务工作者的某些正常工作行为，或者是无心之失，在

当事人的个体化描述、某些新闻媒体的渲染加工与报道框架选择下，都有可演变成一种网络群体性事

件，成为患方集体性声讨医方的互联网狂欢行为（李冬，2016 ；刘双庆，2016 ；刘长喜，2017）。从社会

心理学的角度看，“当下中国社会中表达性暴力、泄愤性暴力和无直接利益的冲突的频发，与当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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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和社会互动中的怨气等负性社会心态的结构性积累有关，而这种怨气的产生首先与当下社会成员

普遍体验到的情感正义受辱有关。”（吕小康，2017）应当说，在当下中国的医患场域中，已经积累了

不少类似的社会怨气，不可不察、不可不防、不可不加以引导和转化。

为弥合医患之间关系紧张，已有不少学者自发地提出了建设“医患共同体”的主张（尹瑞法，

2010 ；袁铸，尹奋勤，2011 ；胡波，王杰，李桂蓉，董钏，李树华，姚婷，2017）。而作为共同体，首先要

求存在统一的认同。如果说医患之间的认同是分裂的，价值共识就无法形成；不破除医患之间的受害

者竞争心态，就无法从认知和情感层面塑造统一的医患共同体认同，医患共同体也就无从谈起。在医

患之间竞相认定自己是“受害者”的心态氛围中，很难想象医患共同体的建设能够得到双方发自内心

的赞赏与投入，而只能表现为口头的拥护与敷衍。为此，必要找到破解医患获得感悖论的有效方式，

才能真正改善医患关系，并且让医患双方感受到这种改善。而且，如果医患双方出现一致性的群体认

知错位，对“医方”的领悟角色与实践角色出现集体性的偏差，那就应当超越个体的道德水准、心理动

机等个体成因，而去寻找结构性的、系统性的社会学成因；如果一种现象不仅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出现，

也在其他国家或地区也曾出现或正在出现，就应当超越本地制度和本土知识去寻找更具普遍性的跨时

空因素。因此，从理论分析的角度而言，还需要对医患获得感悖论的产生实质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

才不至于被表面的情绪性不满遮蔽住理论的想象力。

三、 医患获得感悖论的实质及其破局

医患关系领域为什么存在如此明显的获得感悖论？如何理解和破解这一悖论？以下将结合前述

提及的医患获得感悖论的两个特征进行具体说明。当然，要想通过简单的分析与应用，一下子改变医

患关系的面貌，恐怕也是不现实的。即使厘清了相关的对策思路，也很难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因

此，这里称为医患获得感悖论的“破局”而非“破解”，以示思路肇始而非结束之意，也许是更为符合实

际的做法。

要理解“高信任”与“低满意”并存这一悖论的产生，首先要适度地脱离情绪不满的表象，而深入

理解现代性信任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从社会心理学意义上讲，现代社会中的信任都

涉及本体性安全感，是对个体或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且这种信心体现了“对抽象原则（技

术性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吉登斯，2000，p. 30）；作为信任的对立面其实并不是“不信任”，而是

“存在性焦虑或忧虑”（existential angst or dread，吉登斯，2000，p. 87），而且这种焦虑是弥漫性的。专

家系统固有的审慎性，与个体对本体性安全的天然的、不计成本的追求之间的矛盾，是造成医患信任

紧张的一个现代性根源。这种信任紧张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医生群体性或个体性的道德水平低下和沟

通能力不足，也不仅仅是社会结构和医疗体系的体制性弊端在人际层面的投射，而是社会分工的发展

和现代性的渗入所导致的专家系统与外行人群之间必然存在的知识、能力和行业规范等多方面的社会

区隔而造成的互动时所必然出现的相互提防的状态。也就是说，医患信任紧张实质上是现代性造成的

风险性在医疗健康领域的一种普遍性的体现，并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文化和医疗制度的交织震荡

中体现出其中国特色的一面。若不充分地考虑这种基本背景，而只是简单地寻找中国转型社会的各种

弊端，并将医患信任紧张归因于后者，可能是有失公允的。当然，这并不是为现存的制度性不足开脱，

而只是说现有研究可能还未充分地看到现代性场域下医患信任关系缔结的风险因素及其深层动力，因

而也未穷尽可能的、社会心理学的想象力。

相较而言，满意度则相对直接和表面，更多体现为人际互动层面的态度倾向，或是对医疗机构和

医疗体系的直白体验，具有较强的可变性和可诱导性。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尤其不能将低满意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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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低信任，否则就容易造成一些认识上和实践上的误导，如因为不满意感比较普遍就夸大医患之间

的不信任程度，又或者在管理实践中将满意度的提升等同于信任度的提升而遮蔽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解决，等等。其实，从世界范围看，不论是中西方社会，普通民众对医疗体系的不满都是常见的，与此

相关的医疗纠纷和医患冲突在世界各地均不鲜见，但确实在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家，其冲突

的频次相对较高、部分冲突的暴力等级也较高（WHO，2016 ；Nelson，2014 ；Singh, 2017; He & Qian, 

2016）。可以说，现代社会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悖论，即既对科学医学高度信任，又对可获得的医疗存

在广泛的不满。”（罗森伯格，2016，p. 7）医患之间天然的知识鸿沟与角色分立，科学医学自身的理念

局限及其与本土医学观念的冲突，大众传媒的涉医报道框架，社会的“医学化”进程（Conrad，2007）

以及医疗系统的体制弊端混合在一起，日益造成医患之间的话语分殊与认同错位，形成了双方之间的

竞相诉苦、自认为是更大受害者的普遍心态，成为医患信任的建立或修复的社会阻力。

简言之，医患的群体认同分裂，实质上是现代性的“自反性”（reflexivity）在特殊社会领域的特

殊显现。所谓自反性，是现代化过程造成的自我冲突，是与现代化过程自我对抗的副作用（贝克，吉

登斯，拉什，2016，pp. 9—10）。从这一角度看，获得感悖论的出现反而是“正常”的——或者准确地

说，是不可避免的。获得感悖论的消解，因而也应成为医患关系治理以及更广泛意义的社会治理的常

规性和持续性主题而存在，而不可能通过运动式的治理，口号式、感召式的宣传就获得根本性的转变。

在这方面，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同时，若承认获得感悖论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固有现象，那就应

当承认，这种心态的形成本身并不是纯心理学因素导致的；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由心理学因素导致

的，而是由社会学因素导致的。一定的社会心态，必是一定的社会事实在社会心理层面的投射；只有

在社会事实层面首先做出改正，心态的疏导与建设才能顺理成章。因此，心态建设必先立足于社会治

理，而不能就“心态”谈“心态”，就“心理”谈“心理”。否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终只能是治标

而不治本。当然，这并意味着“治标”就不重要。实际上，对于如何治本，人们的共识可能早就已经达

成：进一步地深化医疗体制改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治标”是可有可无的。实际上，“标”与“本”、

社会心态与社会存在、群体个体的行为心理与其背后的社会制度，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勾连在一块，难

以完全分开。

具体在医患关系场域中，不论医方还是患方，都会充分地感受了社会的制度因素（如医保体系）、

文化因素（如身体观、疾病观）、组织因素（如医疗机构的管理规范）以及人际因素（如大夫的接诊态

度、患者的求诊态度）对个体行为的约束，而医患信任则是伴随着这种约束、经由个体的心理调节过程

而呈现出来的动态性社会心态指标。这一系列因素都会具体地呈现在每一个治疗个案中，使得医患关

系成为诸多社会关系的浓缩，医患信任由此也成为整体性的社会信任的一个典型体现。值得注意的

是，医患双方同时都面临着信或不信的抉择，人际层面的信任从本质上讲天然地是双向的，存在医方

信任（医方对患方的信任）和患方信任（患方对医方的信任）的双重主体结构（汪新建，王丛，吕小康，

2016）。实际上，医患互动过程，不是简单的医生高权力、患者低权力的二元对立结构，而有着更为丰

富、多面的存在形态。而要去除医患间的受害者竞争心态，最大程度地缩小医务工作者和医患的不同

“付出”与其积极“获得”之间的差距，也必须在充分考虑体制性因素的前提下，在充分认清中国式医

患关系所呈现的不同形式、不同侧面的前提下，再提出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

从现代性视角出发理解医患紧张的社会动力学因素，还可以明确一点，即医患获得感悖论问题绝

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医方遭受患方的信任质疑、言语和躯体攻击，也具有跨国别的普遍性，只是

在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体现得成为明显。人们常说“医改是个世界性难题”，这并非是简单

的托辞，而是真实的无奈：“大量社会问题与矛盾是各国在经济社会转型期遇到的共通性问题，无关基

本政治体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管所，2018，p. 3）甚至可以说，许多社会问题不仅“无关”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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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治体制，还“无关”相应的社会制度，而需要从更广阔的学术视角去寻找更为本质的成因与通用

的解决方案。当然，这里的“无关”并不是绝对意义上“毫无关联”和“毫无影响”，而是说相关问题并

非某一制度专有，该制度并非产生此问题的充分必要条件的意思。我们充分认同诸如“当整个医生群

体而非单个医生被视为‘不道德’时，其深层原因必然要到‘结构’中去寻找，而绝不能归咎于个体的

贪婪”（姚泽麟，2017，序二）、“不能将结构和制度层面的社会历史进程简单还原为个体层面的功利动

机或专业无知”（余晓燕，2014）的社会学立场；但同样应当指出，“‘经济’上的需要，如同‘国家’的

需要一样，并不会自动召唤出相应的思维体系”（Starr, 1987, p. 7），同样的经济性、体制性和结构性因

素并不一定产生出同样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倾向，而一定会结合具体的微观社会情境和互动者的心理状

态而产生某种变异。因此，医患获得感必然是一社会心理学意味突出、而又具有跨学科特质的交叉学

科主题，而医患获得感悖论则是在现代性的自反性特征中不断生成和强化，必将成为现代医患场域中

的一个持久主题。

四、 余论：社会心理学应当如何研究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本身是一个跨学科的议题，至少涉及医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这些所谓的一级学

科。相比之下，社会心理学对医患关系研究的参与度就要少很多，这可能与社会心理学这一略显边缘

化的交叉学科的自身性质有关。许多社会心理学的医患关系研究其实只是针对社会现象的心理学研

究，着眼点过于微观，纠结于局部细节的小机制、小效应，而没有真正意识到“社会”因素的作用，对社

会热点议题的敏感性和把握力稍显不足。就医患关系的研究而言，相关研究多未能很好地区分信任

与满意，即使是针对信任的研究，也多是微观尺度上的测量为主。与很多量化研究的困境相同，这些

结果难以完全弥补个体体验与“数量事实”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医患信任本质上是一种带有主观

性的社会心理体验，任何的操作化方式都可能会遗漏其中的某些侧面，从而使得作为操作化结果的医

患信任，与个体切身感受的医患信任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同时，人际层面的医患信任通常也是波动

的、变化的，而一般的横剖面调查或前后测调查，都很难及时全面地反映其中的演变过程。此外，一旦

操作化完成，此类研究的重点就在于执行测量过程，而不是就医患信任的理论特质进行更为深入的分

析，在理论深度上还存在进一步提炼的空间。

这实际上反映出当下心理学化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甚至是社会心理学整个学科气质——的一

大弊端：过份执着于对变量进行操作化的测量，而忽略了测量之前与测量之后的理论加工；与此同时，

满足于量化机制的验证与就事论事的对策，而忽略了去寻找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很多时候，社会

心理现象是一种“次生性”或“从属性”的现象，是特定社会事实对世道人心的冲击在心理世界的反

应。对这种反应的社会成因的分析与把握，不能仅仅停留于“基本背景”的角度进行概化处理（实际

是模糊化处理），此后便埋首于概念的操作化与各种量化机制的验证。相反，社会心理学研究者应当

更为敏锐地去直接触碰这些“基本背景”，并立足于自身学科的学术视角提出积极的对策建议。就医

患关系的研究而言，当然不能说人际层面或组织层面的医患关系研究是无用的。相反，首先应当承认

这些研究已经为医患关系的现状把握、影响因素梳理和改革症结判断提供了非常充分的实证积累。但

是，接下来更重要的工作，是在这些已有素材的基础上，如何去提出更有建设性和操作性，具备社会心

理学特色、而又能够超出社会心理学这个狭隘领域而起到实质作用的分析框架与行动指引。

本文以“获得感悖论”为题眼，将医患关系置于现代性的自反性特征下加以反思，正是趋向这一

方向的初步尝试。但是目前关于获得感的研究中，比起政治学、公共管理等领域，社会心理学的研究

可能还是相对落后的，需要进一步的提升。获得感这一概念天然地强调了获得的“感知性”，也就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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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了它的主观心理属性；同时又强调要有实实在在的“发展”、“改革”、“付出”在前，而不是仅仅是

一种主观幸福体验，这又明确了它的社会属性（参见曾维伦，2017 ；杨伟荣，张方玉，2016 ；齐卫

平，2017 ；唐钧，2017）。结合起来讲，这实际上是给社会心理学界利用这一概念提供了最恰当不

过的时机。

值得警惕的一点是，目前医患关系的研究取向可能是较多关注到医方作为专业医疗相关知识的

优势一方而天然具有强势地位，从而反过来要更多地强调作为弱势一方的患者的就医信任及其相关影

响。在福柯式的对现代医学对个体的权力凝视的批判式研究中（福柯，2001），医患群体、现代医学与

社会成员个体往往被塑造成强弱分明的两大阵营，个体面对现代医学的生物性权力、患方面对医方的

知识垄断地位总是几无还手之力，总是处于被注视、被压抑、被规训的从属地位。即便患方存在各种

程度的反抗，也通常被视为是一种“弱者的武器”。但是，这种强弱二分的理论观照实际上可能“落入

这样的陷阱当中的危险，即我们往往天然地将患者一方视为‘弱势群体’，医生因为掌握专业知识而享

有权力，因而医患关系显而易见就是强者对弱者的关系，而我们就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抑制强者、

保护弱者权益。”（姚泽麟，2017，p. 8）但是，现实中医患双方的立场和角色不同，很自然地造成纯认

知层面的差异，这种差异只适宜理解为观点的不同，而不涉及权力的高低。例如，患方眼中医方的防

御性医疗行为（如“大检查”、“大处方”）体现了医生对治疗权力和健康专业知识的滥用，是个别医生

或个别医院“利益熏心”的结果；而从医方角度而言，这也可能是患方未能充分考虑医学诊断的不确

定性和疾病治疗过程固有的多变性，以及医保制度和医疗管理体制对于医生执业行为的多种刚性限

制。如此，个体的医生或医疗机构就可能成为制度供给不足、体制之间的摩擦、医学模式的欠缺等结

构性弊端的“替罪羊”，并成为患者眼中失去道德信誉的职业群体。这一困局并不是人际层面的信任

修复能够解决的，而必须通过体制性的改良才能缓解。对此，强弱权力关系的理论分析不仅未能抓住

当下中国医患关系的本质矛盾，反而可能塑造出不必要的竞争受害者心理，使得医患之间徒增不必要

的对抗性和防御性心态，使双方感知到的风险急剧增加，进一步弱化医患信任的形成。

实际上，在我们进行的医患关系访谈和调研过程中，曾不止一次地听到临床大夫的类似观点：“你

文章写得再好，有人找你看病吗？”这可能代表了实际的临床工作者的某种疑惑：理论的批评若不能

在短期内对其工作做出改善，则很难让其配合相关研究。这不能简单地理解一种短视或傲慢，而是代

表着一线的医学工作者的注意力范围很难脱离当下处理的疾病问题——这也是其医务工作者的角色

所赋予其合法权力的范围。超出这一职权范围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既无必要、也无直接能力去改变；

同时，就医患关系、医疗体制问题发表个人化的见解、恰巧这种见解又带有一定的负面情绪时，甚至可

以引来医院管理部门的批评或问责。因此，他们最好对超出治疗这一职业范畴的问题保持理性的沉

默。而正是在医方看来是“恪守职业本分”的做法，与患方以医方的各种期待之间的各种不匹配而造

成不满、焦虑与怀疑中，在医方群体的立足于自身职业、自我保护式的“有限责任意识”与根植于患者

心中的医方有义务为自身健康负责的“无限责任意识”（孙祺媛，董才生，2015）的对抗性心态中，我

们可以发现医患获得感悖论的一个社会心理学分析入口。只有将医患关系问题置身于现代性的发

展，尤其是现代风险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加以历史性的探查，才能够从根本上把握医患关系发展的基

本趋势，而不至于因为某些极端化个案的出现而忽视了其历史性和阶段性的总体特征，一叶障目而

不见森林。

同时还需要看到，获得感一词是在我国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提出和流行的。这充分

反映出当下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一个趋势：不再单纯注重GDP、人均收入之类“客观化”、货币化或经

济学化的指标，而开始引入和倚重具有社会心理属性的指标，如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等。体现在公

共政策研究与实践上，也已经开始出现用满意度、信任感等体现公共利益与主观体验的心理学指标来



084

判断公共政策的执行情况，并利用相应的心理效应与技术以提升公共管理质量、提高政策执行效率、

促进社会公平与公正的转向（吕小康、武迪、隋晓阳、汪新建、程婕婷，2018）。这其实正是当今时代对

情感治理的客观需求和现实呼唤。社会心理学家应当把握这一时代契机，参与到改善社会治理的理论

思考和实践行动中。医患获得感悖论的解决，最终还需要回归到社会治理这一社会“总盘子”去思考

与谋划，并达成一定的理论共识并努力影响相关公共政策的“供给侧”输出，最终在实践中去检验和

评估这些政策的社会效益。而在影响公共政策方面，社会心理学界、甚至整个心理学界的存在感还较

低；即使有一些政策参与，也多局限于心理健康领域。如何扩大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还有待于整个

学界的共同努力。

最后仍有必要强调，虽然许多社会心理问题的产生有其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背景，但并不是所有

问题的直接产生都必须从结构变化和制度变革着手，也可以从社会心态层面加以疏导和解决。若坚持

把所有问题的根源与解决之道都推给抽象的宏大“体制”问题这种纯宏观社会学的论点，恐怕是一种

“理论上的懒惰”。像医疗问题这种牵涉面广、关联方多、既涉及利益问题也涉及理念问题（如中西医

之争），不能简单指望通过顶层设计改革、医疗管理水平改善、医药科技水平提升、医学文化改变这些

根本性但又比较遥远的结构性因素的转变来改善医患关系，而应当在考虑这些基本因素作用的同时去

仔细思考，如何在当下做出必要的反思与改进，确立可以落实与提升的具体任务与突破口，积极思考

如何从社会心态培育的角度去顺势引导医疗体制的改革，从而达到整体协同、多元治理的合力。没有

情感的认同和联结，很难想象能够真正结成有凝聚力的医患共同体和任何其他社会共同体。同样地，

没有对相关负性情绪的疏导和负性社会心态的治理，也很难防止人们对既定社会制度的认识和特定社

会政策的解读不出现某些不必要的误区。相关情感治理的模式与途径，与基于纯理性视角下的权力体

制和利益分配机制的创新等既有体制机制创新并不完全相同，目前还正处于摸索阶段。在这方面，社

会心理学仍有充分的探索与实践空间。希望能有更多志同道合者参与到这一“破局”的努力中，为医

患关系的改善贡献更多来自社会心理学学科的实践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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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ox of Sense of Gain between Doctor and Patient Groups and 
Its Remedy: The Study of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a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Issue
LÜ Xiaokang

Abstract： Sense of gain is the public subjective feeling of sharing the material interests and enjoying basic 
rights in the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It is a concept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features 
which derives from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The paradox of sense of gain refers to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state that though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do have put into each other substantial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resources in their social interactions, they do not admit that they have been treated fairly and 
adequately. A good case in point is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which has two major characteristics: one 
is the co-existence of low satisfaction with the medical service process and the high trust of modern medicine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the other is the obvious inter-group competitive victimhood between patient and 
doctor groups. The paradox of sense of gain in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reflexivity 
featuring in modernization. The remedy of this paradox lies in the overall planning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ocial governance to foster collaborative forces of multi-governance. Social psychologists should focus on the 
cultivation of positive social mentality, put forward practical wisdom, and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the researches 
and practices that may influence future public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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